
从“孔颜之乐”看道德审美的“中国性”

杨吉华

　　摘　要：《论语》中的“孔颜之乐”，以安贫乐道的精神要义，将道德主体对于社会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融
于自我心性修养与道德实践的审美体验中，形成一种美善相融的圣贤气象，蕴含着内以修身、外以治世的道德审美

价值取向。 宋儒通过以“诚”贯通天道性命、会通孔孟“识仁”之法和“循理而乐”的成德之教等具体途径，将“孔颜

之乐”的人文意蕴进一步扩展到仁乐相通的天地精神，从而将人的自我道德境界修养提升与修身治世的社会实践

有机统一起来，最终实现道德本体与审美生成的圆融。 由此，“孔颜之乐”以一种对自我与世界进行审美感应的精

神把握方式，形成以个体精神超越和理想社会秩序构建为重点、充分凸显人生内在道德终极价值意义与天道相贯

通为最高审美追求的理论系统，成为道德审美“中国性”的诗意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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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论语》对颜回安贫乐道精神事迹与孔子

师徒相关言行及其人生态度的记载，经由周敦颐明

确提出“孔颜乐处”之后而形成的“孔颜之乐”，以一

种突出超越外在物质窘境、着意追求人的内在道德

充实之乐的“道之乐”，将相对抽象的“道德”落实于

日常生活世界中人对自我存在价值意义的思考与实

践，是一种超功利的道德审美体验论。 中国传统文

化语境中，存在主体以追求自我道德人格完善为主、
注重自我内在道德心性修养的道德取向性。 “孔颜

之乐”的话题，将道德的功利性与审美的超功利性

和谐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美学问题。
作为一个关乎终极人生目标追求的重大问题，

从“孔颜之乐”所传递出的孔颜师徒二人对于求学

以成圣贤的道德化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不但树立

了中国历史上教化民众、尊师崇道的典范师生关系，
而且也对后世文人士大夫的自我理想人格塑造，产
生了深刻而持久的文化影响。 特别是经过宋代儒学

大家周敦颐、二程和朱熹等人对“孔颜之乐”的进一

步理学建构，“孔颜之乐”所蕴含的内以修身、外以

治世的价值取向，将自我道德境界的修养提升与修

身治世的社会实践有机统一起来，体现出中国古代

道与艺相结合、美与善相结合的诗性文化气质所特

有的美学品格，以及道德本体向审美生成转化的可

能性，是了解中国古代传统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

一个有效美学视角，也从道德审美层面较好地诠释

了“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中国性”问题。 因此，从
美学层面上说，在中国传统德性文化背景中产生、发
展、延续、深化的“孔颜之乐”，其中所蕴含的道德审

美问题，从美善相融的圣贤气象、仁乐相通的天地精

神、道德本体与审美生成的圆融三个层面，展现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道德”的独特精神气质与人文情怀，
赋予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独特的道德精神力量，是
道德审美的“中国性”表达。

一、“孔颜之乐”道德意蕴的审美境界：
美善相融的圣贤气象

　 　 孔子与颜回安贫乐道的思想境界，是“孔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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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基本精神要义所在。 回到《论语》追寻“孔颜

之乐”的源头意义，孔子和颜回何以能够安贫乐道，
所乐之道又为何，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

《论语·雍也》记载：“子曰：贤哉，回也，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

哉，回也！”①在孔子看来，颜回的这种箪食瓢饮乐之

乐，是一种不囿于外在物质条件简陋、因精神自足充

实而来的自乐之情，也是一种以道德人格力量超越

世俗生活，从而在精神层面上实现自我理想人生意

义的至乐之情。 在《论语》中，曾多次反复出现与颜

回安贫乐道人生境界追求如出一辙的思想表述。 如

《论语·里仁》说：“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

者，未足与议也。’”邢昺对此疏云：“正义曰：此章言

人当乐道固穷也。”所谓“乐道固穷”，就是与颜回的

“安贫乐道”一样，同属于一种因体道而来的精神自

乐之情。 这种自乐之情，乃得于自家之心，不假外

求。 也就是《孟子·离娄下》所说的：“君子深造之

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
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

得之也。” ［１］６０２－６０３钱穆先生对此解释道：“惟君子

能处一切境而不去仁，在一切时而无不安于仁，故谓

之君子也。” ［２］由此推知，孔子既然称颜回“贤哉”，
那么颜回自然也属于“君子”之列。 《论语·八佾》
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
是“君子”的必备品行，也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依据。
《论语·颜渊》篇记载了颜渊问仁的情况：

　 　 颜渊问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

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

不敏，请事斯语矣。”
在孔子看来，所谓“仁”，就是要“克己复礼”，也

就是要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

求。 而颜回也正是按照孔子的教诲真正做到了“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学生，因
此，《论语·雍也》中孔子赞赏颜回道：“回也，其心

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时，“克
己”，就必须要始终加强自我道德修养。 《论语·里

仁》中，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

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 君子无终食之间

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所以，他告诫弟

子，“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也
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由此，我们也就

能很好地理解，孔子虽然“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

之”，却依然能够“乐亦在其中矣”的原因就在于，他
和颜回一样，追求的是一种因自我内在道德的充实

而来的自乐之情且达于至乐境界。 如果“不义而富

且贵”，则“于我如浮云”，也就是说，当“仁”之道充

溢于内心的时候，即使是处于极度贫困的环境中，依
然能够获得内心自足圆满的快乐。 而这种安贫乐道

的自乐精神，之所以能够达到一种无假外求的至乐

境界，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宋儒大家朱熹可谓深得

孔颜之“乐”的深意，他说：“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
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 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

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 ［３］９７ “‘乐亦在其

中’，此乐与贫富自不相干，是别有乐处。” ［４］８８３这

些说法，无疑是对“孔颜之乐”所乐之道以及他们何

以乐道的合理化阐释。
颜回因对于“仁”的自觉追求而达到安贫乐道

的自乐状态与至乐精神境界，这与孔子对弟子“修
己安人”的要求也是一致的。 《论语·宪问》中说：
“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

以安人。’”在孔子看来，“修己”不但是“安人”的前

提，也是完善自我人生的首要事宜。 在《论语·公

冶长》中，记载了孔子询问弟子人生志向的问题。
“颜渊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

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

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对此，二程曾解释道：
“颜子不自私己，故无伐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
其志可谓大矣。” ［５］２１颜回无私无欲，通由“修己”途
径而达到 “安人” 目标，既是君子 “克己复礼” 的

“仁”之表现，也符合孔子“修己安人”的政治理想。
孔子与颜回这种内在精神的相通之处，亦是后世

“孔颜”并称的重要原因。 从中也可以看到，如颜回

那般的君子之所以能够身处陋巷，并于清贫素朴之

中而安贫乐道， 其后的深刻原因正在于 “仁”。
“‘仁’之所以能贯串一切行为、活动、态度、人生，并
不是因为它是道德律令、‘天理’、‘性体’，而是一种

经由自觉塑建的心理素质即情理结构的原故

也。” ［６］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是“道”的具体

内涵指向，也是通向“礼”的重要途径。 冯友兰在

《中国哲学史》中曾说：“唯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

常以之统摄诸德。” ［７］ “克己复礼”就是要在个人的

修身养性中实现“天下归仁”的理想。 通过对仁的

阐释和实践，相对抽象的“道德”也就具有了较为实

际的具体内容。 孔颜之乐，就是儒家对“君子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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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谋食”与“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人
生价值追求的一种外化表现。 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

世界，孔子多次表达了对君王无德和天下无道的强

烈忧患意识与现实关怀，并发出了“天下有道，丘不

与易也” （《论语·微子》）的感叹。 “德之不修，学
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
语·述而》）因此，终其一生，孔子都以坚定执着的

信念践行自己的道德理想。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的自我人生实

践，与颜回的安贫乐道精神一样，其所乐之“道”，都
是一种以自我道德修养为最高追求的圣贤气象。

这种“孔颜之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乐”，
而是一种对现实社会充满深情人文关怀的“修己以

敬”“修己以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 （《论语·宪

问》）的至善至美之理想道德的“至乐”境界，也就是

儒家那种“仁者不忧”（《论语·子罕》）的境界。 这

种道德至乐的生命境界，是孔颜通过学以成圣的方

式，深切体悟到“仁”之后，在与道合一的过程中所

获得的一种超越性审美体验，是对自我道德生命至

真至乐精神受用的审美升华。 正如杨国荣先生指出

的那样，孔子提出“仁”的观念后，在生活实践中，
“仁”逐渐被具体化，它既以诚（道德意义上的真）为
内在特征，又外化于道德实践的过程（体现为善的

追求），并同时在审美活动中“文之以礼乐”（形成人

格美），“体现了真善美的统一” ［８］ 。 在这样的审美

境界中，隐含着“善”与“美”两个维度的内容：“善”
强调的是道德自我对于社会的责任所在，即“克己

复礼”与“修己安人”；“美”强调的是自我君子人格

的“里仁为美”之情感结构所带来的超功利审美愉

悦，这也就是儒家道德学问所追求的那种洒脱而理

想的圣贤气象。 《论语·先进》中深受孔子赞誉的

“曾点之志”，便是对这种圣贤气象的最好诠释：
　 　 子路、曾皙、公西华侍坐……子曰：“何伤

乎？ 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
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曾点之志”异于其他三子的自得适意乃至逍

遥洒脱的生命至乐境界，体现了儒家“志于道，据于

德，依于仁，游于艺” （《论语·公冶长》）的审美生

成。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
随处充满，无少欠阙。 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 而

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
无舍己为人之意。 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

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视三子之

规规于事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 故夫子叹息而深

许之。” ［３］１３２也就是说，道、德、仁、艺相互交融而成

的“曾点之志”及其精神世界，“如凤凰翔于千仞之

上” ［４］１０２６，是一种道德理性与感性生命相结合的美

善统一。 冯友兰先生就曾对“曾点之志”阐释道：
“圣人如果停留于‘乐道’，则他和道、主观和客观还

是分离的；圣人以己为乐，是因为他已经和道合为一

体，乐的主体和乐的客体已经结合，圣人所乐的正是

存在的这种状态。” ［９］由此可以看出，于伦理世界中

极力追求道德化人格的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其道德

性生命至乐境界的生成，是通过将自我生命融入生

生不息的宇宙万物之中，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

贵，从而获得游于物外，超然忘我，浑然至乐的审美

升华。 “曾点之志”的审美化人格与“孔颜乐处”的
道德化人格之间，具有一种体验性生发关系的内在

联系。 而这也是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的“求道”之内在思想理路所在，体现了一种

融道德精神与审美体验为一体的、美善相结合的圣

贤气象。
程颐《颜子所好何学论》 解释“孔颜之乐” 所

“乐”为何时说：“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 学以至圣

人之道也。” ［５］１６孔颜对圣贤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孔

子对“曾点气象”的推崇，都是将圣贤人格对于现实

的人文关怀和道义担当，融于自我心性修养与道德

实践的审美体验之中，以一种高度自觉的“修己”精
神和“里仁为美”的内在心理体验，而达于“克己复

礼”与“安人”“安百姓”的道德理想境界，及至达成

“仁”的最高圣贤境界。 这既是儒家关注自我内在

心性修养思维方式的结果，也是“孔颜之乐”美善统

一审美境界的特殊之处。 自我内在心灵的修养完善

与对道德生命的不懈追求，是孔颜与曾子作为道德

主体，通过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体验，在美与善相

融合的道德生成中获得的自得之乐。 这就使得“孔
颜之乐”在美学发生上成为可能，因此，“孔颜之乐”
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美学问题。

在“孔颜之乐”的美学生成中，“善”与“美”相

互融合，是一种既包含道德又超乎道德、既包含审美

又超乎审美的“曾点气象”。 由此，“孔颜之乐”足以

在精神层面对后世文人士大夫产生深刻影响。 在同

样格外注重追求学以成圣的宋代，“孔颜之乐”被正

式提出，并成为理学家所热衷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
而宋儒对于“孔颜之乐”的理学建构，则使得“孔颜

之乐”对于圣贤气象的精神境界追求，进一步超越

了《论语》过分倚重自我体验的心性之学，而具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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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可行的路径所寻，并最终抵达“内圣外王”的终

极人生目标追求。

二、“孔颜之乐”道德实践的审美特征：
仁乐相通的天地精神

　 　 “孔颜之乐”道德审美境界中所内蕴的美善相

融之圣贤气象，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那里，得到了更加

普遍的关注。 罗大经曾说道：“吾辈学道，虚实打叠

教心下快活。 古曰无闷，曰不愠，曰乐则生矣，曰乐

莫大焉。 夫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

乐，曾点有浴沂咏归之乐，曾参有履穿肘见、歌若金

石之乐，周程有爱莲观草、弄月吟风、望花随柳之乐。
学道而至于乐，方是真有所得。 大概于世间一切声

色嗜好洗得净，一切荣辱得失看得破，然后快活意思

方自此生。” ［１０］这说明，从北宋开始，文人士大夫就

格外注重通过对以儒家“孔颜之乐”为代表的“乐
道”精神的感悟实践，来实现安顿自我人生的超越。
特别是周敦颐以“孔颜乐处”来引导二程的道问之

学，既包含着周敦颐对二程学以成圣的美好期许，也
使得“孔颜之乐”成为宋明儒者所津津乐道的重要

思想话题之一。
周敦颐的《通书》两次提及颜回。 在《为学》中，

周敦颐说：“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 伊尹、颜渊，
大贤也。 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
挞于市。 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 过则圣，及则贤，不
及则亦不失于令名。” ［１１］２２－２３在《志学》章中，他又

将颜回与伊尹相提并论，旨在说明，颜子之学的终极

目标，在于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人格与成圣成德的

最高追求，注重的是儒家君子人格“内圣化”的一

面。 此外，在《颜子》章中，周敦颐还对颜回安贫乐

道精神的道德指向给予高度肯定：“夫富贵，人所爱

也。 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 天地间

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

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 无不足则富贵

贫贱处之一也。 处之一则能化而齐。 故颜子亚

圣。” ［１１］３２－３３在周敦颐看来，颜回之乐的重要原因

就在于，他超越了“至富至贵、可爱可求”的物欲享

受，在“见其大而忘其小”的抉择中，进入了一种“处
之一则能化而齐”的物我两忘之澄明境界。 而且，
“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颜回的这种至乐

之情，是完全发自内心、不假外求的。 那么，在周敦

颐眼中，颜回内心所见之“大”，到底是什么呢？ 考

之“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
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 ［１１］４０的说法，
可以推知，周敦颐所谓的“大”，就是“以道充为贵，
身安为富”的“心泰”，这是一种源于“圣贤之道”而
来的道德圆满的自乐之情。 因此，从整体上说，周敦

颐对“孔颜乐处”的理解，比较注重其审美性、体验

性和超越性的文化品格，强调的是儒家君子人格自

我道德修养的“内圣化”倾向。
二程在继承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指明了抵达“孔颜乐处”的具体修行方法，也
使“孔颜之乐”的内涵意蕴获得了新的开拓。 程颐

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详细阐释，颜回学道的根本

目的在于“学以致圣人之道也”。 “圣人之门，其徒

三千，独称颜子为好学。 夫《诗》、《书》、六艺，三千

子非不习而通也，然则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 学以

至圣人之道也。” ［５］１６这再次强调了，颜子之学的最

终目标是“学以成圣”的问题。 “仁者在己，何忧之

有？ 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也。 ‘乐天知命故不

忧’，此之谓也。 若颜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颜子

独乐者，仁而已。” ［５］３５２只是，在二程这里，学以成

圣所指向的“仁”，与《论语》中孔颜之乐的“仁”相

比较而言，已经有了细微变化。 《识仁》篇曰：
　 　 学者须先识仁。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
礼、智、信皆仁也。 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
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

懈，何防之有？ 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
安待穷索？ 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 天

地之用皆我之用。 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
“反身而诚”，乃为大乐。 若反身未诚，则犹是

二 物 有 对， 以 己 合 彼， 终 未 有 之， 又 安 得

乐！［５］１６－１７

二程所谓的“仁”，不但含有伦理道德意味的

“义、礼、智、信”等要素，更重要的是，“仁”是一种

“浑然与物同体”的天地生生之道，这就将“仁”上升

为一种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 这个“仁”，不仅

为“君子之学”提供一种知识来源，还为人的存在意

义提供一种精神安顿的依据。 要抵达“浑然与物同

体”的境界，就需要“反身而诚”。 如果不能在内心

真正做到“诚”，则“物”与“我”就是对立的，就不能

完全达到“浑然与物同体”的最高境界，也就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孔颜之乐”。 只有内心时刻警惕，不放

松“诚”的修养功夫，天理才能随时自明于心，此乃

方为“识仁”。
此外，要想在“与物无对”中抵达“仁”的最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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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还需要在日用之中执着于“定”的修养践行。 在

《定性书》中，二程说道：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

外。 苟以外物为外。 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

有内外也。 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 则当其在外

时，何者为在内？ 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

无内外也。 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

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

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

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
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

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 今

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

也。［５］４６０－４６１

在二程看来，天地自然万物与人，均承天理自然

而来，是统一无对的，并不需要刻意去区分所谓的

“物”与“我”，“天地之常”与“圣人之常”的境界，便
是“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 因为，天地、圣人都是

“无心”“无情”的，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天地之心，它
从根本上消弭了“物”与“我”的对立，如此才真正识

得了万事万物之仁，也才能真正实现“浑然与物同

体”的境界。 因此，“君子之学”，也就应该追求“廓
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无我之境。 在现实中，阻
碍君子之学“识仁”“定性”的最大障碍就是“自私”
和“用智”。 天地万物之性为一，天道无区别地下贯

至万事万物之中，当人用自己的私欲和人特有的思

维方式去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或者只是一味地通

过读书穷理去追求所谓的天道，从而求得道德圆满

的时候，其实还不能真正体会到“浑然与物同体”的
至乐之情。

可见，二程心目中的“孔颜乐处”，是一种超越

物我之私、于日常生活的万物生生不息中所体会到

的，超越伦理道德范围的自由活泼与洒脱，是与“曾
点气象”相通的“鸢飞鱼跃”之乐：“‘鸢飞戾天，鱼跃

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
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 ［５］５９宇宙天地万

物生生不息，在万物生动活泼的生成中，潜隐着“天
地大德曰生” “生生之仁”的大智慧，人通过“诚”
“定”等多种方式所达到的“识仁”境界，是“鸢飞戾

天，鱼跃于渊”的万物各得其所，且又生机勃勃的气

象，体现出了一种“民胞物与，物吾与也” ［１２］ 的“浑
然与物同体”的仁爱情怀。 这就使“孔颜之乐”的

“圣贤气象”真正落实到了可以通过内在的“诚”

“定”功夫修养而习得并且延及政治社会生活与宇

宙自然万物的深切关怀之情，这是“内圣外王”在更

普遍意义上的审美开显。 因此，二程对真正抵达

“孔颜乐处”精神途径的开拓，使其在《论语》时代

“修己安人”与“克己复礼”中就已经蕴含的“内圣外

王”，进一步扩大到了“浑然与物同体”的天地境界。
到了朱熹这里，他通过对儒者积极入世之学的

《四书》诠释，完成了对“孔颜乐处”引人成圣的新理

解。 在朱熹看来，“道”与“仁”的关键在于心，颜回

之乐的原因，也就在于心中有道、心中有仁，并能够

克尽私欲，落实“浑然天理”的功夫，最终抵达孔子

所谓的“克己复礼”。 朱熹说“颜子之乐，亦如曾点

之乐” ［３］７９８，他在推崇孔颜之乐、曾点之志的同时，
还特别指出了二者的不同。 “曾点是见到这里，而
颜子则是工夫到了这里。” ［３］７９８他又说：“曾点见处

极高，只是工夫疏略。” ［３］１０２６也就是说，在对安贫乐

道的精神境界追求中，如果过于强调个人内圣层面

的修养，而不注重社会“外王”关怀层面的落实，那
么，“曾点气象”所传递的“孔颜之乐”，便会背离真

正意义上的周孔圣人之学。 朱熹还说：“曾点意思

与庄周相似，只不至如此跌荡。” ［３］１０２７这说明，朱熹

所推崇的“孔颜乐处”与“曾点气象”，应该是“内
圣”与“外王”紧密结合的圣贤气象。 他在注释《论
语》时说：“曾点气象，固是从容洒落。 然须见得它

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见得此意，自然见得它做得

尧舜事业处。” ［４］１０３６这就再次说明，从容洒落的圣

贤气象，必须建立在“做得尧舜事业”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他反复强调的：“若曾点所见，乃是大根大

本。 使推而行之，则将无所不能，虽其功用之大，如
尧舜之治天下，亦可为矣。” ［４］１０３５这里的“大根大

本”，乃是流行于天理之中，主宰浩浩大化，从容自

得与不思而得的宇宙精神所在。 这与二程的“孔颜

乐处”有着内在相通之处：“大根大本”的天理天道，
既是哲学本体论上超道德的存在基础，也是安顿社

会关怀和个体精神的终极依据，只有将与天地万物

上下同流的从容洒落情怀，与经世致用的尧舜事业

及其德性功夫相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孔颜之

乐”。 这就将“孔颜乐处”存心养性的道德境界，与
物我一体、内外无别的天地境界，再次落实到了“内
圣外王”的心性之学及儒者由诚意正心修身而至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立身处世之中，从而实现了“孔颜

之乐”的终极审美化。
明清之际的文人士大夫，在继续传承“孔颜之

乐”安贫乐道精神脉络的基础上，将宋儒对“孔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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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理学建构形成的实践路径，具体化为个人道德

实践与王道政治理想的事功之学，也就是将“修己”
的“内圣”之道，与“安人”的“外王”实践，转向“以
天下为己任”的日用仁学实践之中。 明初文臣之首

宋濂就是“孔颜之乐”的真正实践者。 在其自传《白
牛生传》中，宋濂说自己所仰慕的“孔颜之乐”是一

种内心充满道德之乐的内在自足之乐， “内足乐

也” ［１３］ 。 其弟子方孝孺也是“孔颜之乐”的鸿儒之

士。 他在《赠王仲缙序》中说，“颜子饥饿陋巷，不忧

其身之贱贫，而以舜自望” ［１４］４７９，又说，“食焉而

思，思焉而行，不忧其身之穷，而忧道之不修，不懼其

家之无财，而懼乎名之弗扬者，君子也” ［１４］４１１。 这

就是典型的忧道不忧贫的“孔颜之乐”精神阐释。
明代中期，陈献章效法颜渊、季路，追求 “孔颜之

乐”，其《漫兴》诗云，“景斜瓦碗方食，日晏柴门未

开。 五柳前身处士，一瓢今日颜回” ［１５］５４３，《随笔》
诗云，“一岁十匹衣，一日两杯饭，真乐苟不存，衣食

为心患” ［１５］５１７，这也是“孔颜之乐”由于道德自足

带来的内在之乐的表现。 尤其是他对忧乐合一精神

的理解，见于《与林郡博七》：“此理干涉至大，无内

外，无终始，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 会此则天地

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舞雩三三两两，
正在勿忘勿助之间。 曾点些儿活计，被孟子一口打

并出来，便都是鸢飞鱼跃。 若无孟子工夫，骤而语

之，以曾点见趣，一似说梦。 会得，虽尧舜事业，只如

一点浮云过目，安事推乎？” ［１５］２１７ “舞雩”，既是曾

点之乐，又是尧舜气象；“鸢飞鱼跃”，不借力于物，
而融化于道，处穷处达，无往而不适，显示出将程颐

“循理”之乐化为“得心”之乐的变化。 尤其是王阳

明以 “致良知” 的途径，确立 “良知即是乐之本

体” ［１６］的思想，将“乐”与“道”同，“良知”即为“至
乐”，显然已经将程颐外在的“天理”之乐，内化为心

中的“良知”之乐了。 二者在本质上，依然是对“孔
颜之乐”精神中不累于物、生意盎然、生生不息仁乐

相通精神的追求，只不过途径上有直截迂曲之异而

已。 这些，都是“孔颜之乐”精神在明清士人身上的

回响。
由此可见，宋儒对“孔颜之乐”的理学建构，以

及明清士人对“孔颜之乐”的日用实践，不但进一步

凸显了他们对孔子、颜回、曾子等圣贤理想道德人格

的无限向往与不懈追求，而且还表现出了对圣贤之

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乐情怀的高度重视，也为

“内圣外王”的最终落实提供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

具体路径，这就为“孔颜之乐”的道德审美可能性提

供了一种人文化的美学阐释空间。

三、“孔颜之乐”道德审美的人文向度：
道德本体与审美生成的圆融

　 　 从《论语》的意义生成到宋儒的理学建构，及至

明清的日用实践，“孔颜之乐”具有了无限丰富的人

文意蕴：与“仁”密切相关的“学以成圣”之心性功夫

修养，可以让个体生命在返回自身的过程中，于道德

境界与心性修养的互相渗透中，实现自我生命的审

美升华，并最终在与物浑然一体的天地大美之精神

达成中，直抵民胞物与和风光霁月的审美超越，成就

“内圣外王” 的宏伟大业。 因此，自孔颜 “里仁为

美”，到周敦颐以“诚”贯通天道性命，再到二程会通

孔孟的“识仁”之法，及至朱熹“循理而乐”的成德之

教，以及明清士人具体化为日用事功的仁学实践，
“孔颜之乐”在历史流变的意义赋予中，也从美学的

整体层面上，呈现出一副道德与审美相互贯通的天

人合一之美。 道德主体同时也是审美主体，道德实

践过程同时也就是审美活动的展开生成，而道德本

身，也就是美的真正含义所在。
面向道德主体，当我们从儒学思想内部去谈论

孔孟圣贤，以及宋代以周敦颐、二程和朱子为代表的

理学大家的时候，常常会误以为，孔孟就是满脑子严

肃至极的“士不可不弘毅”（《论语·泰伯》）的经世

致用，以及“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 （《孟

子·公孙丑章句下》） ［１］２７９的大义凛然；而宋儒道

学家则更是一副人人正襟危坐、目不斜视、心无旁骛

的道德说教者，他们所谓的“天理”或“天道”，也是

一种近乎玄谈的抽象空洞理论。 然而，在他们对

“孔颜之乐” 充满深情的阐释建构中，我们发现，
“仁”与“乐”相通所打开的“吾与点也”之圣贤气

象，在识仁体道的内圣外王修养功夫中所抵达的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天地精神，无论其具体路

径有何差异，就道德主体而言，他们都在美善相融的

圣贤气象之精神境界追求与仁乐相通的天地精神沟

通中，完成了道德主体的自我超越，从而使其成为一

种审美主体的存在，体现出在中国古代诗性文化气

质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古典生命美学的深刻意蕴

及其美学价值所在。
在《论语》中，“回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体现

出道德主体于贫困之中，始终能够以超越功名利禄

的无功利审美态度，执着于成圣成贤的价值关怀，是
“仁”与“美”的相得益彰，也是道德与审美的浑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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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孔子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

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彰显的也是与功

利无关的“仁”与“美”相互成就的自由浪漫与洒脱

愉悦。 也就是说，在孔子和颜回这里，善与美相结合

的道德审美所成就的最高生命境界，同时也是审美

的最高境界。 正如李泽厚先生说的那样：“在孔子

那里，这个仁学的最高境界，恰恰不是别的，而是自

由的境界，审美的境界，也即是孔子自论和夸赞颜回

‘不改其乐’的人生境界。” ［１７］ 具象化到“曾点气

象”这里，在“仁”与“乐”的不离不弃中所呈现出的

“尽善尽美”之诗意人生境界里，还隐藏着对现实人

伦世界的深层次道德关怀，进一步凸显出“孔颜之

乐”美与善相统一的、道德境界与艺术境界相融合

的“艺术的人生”之审美生成。 也就是徐复观先生

说的：“乐与仁的会通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

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会
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因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

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 ［１８］１１

这说明，“孔颜之乐”在对自然生命向道德生命

的不懈追求中所完成的审美生成，即以道德人生为

最高追求的自我塑造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圆融之

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本体与审美生成的圆融。 为

了实现儒家修齐治平这一宏大理想，在“志于道，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道德实践中，“礼”的外在

善行规范，经由道德主体兼审美主体的自我内在心

性修养完善后，转化为一种内在心灵的审美愉悦。
在这个过程中，道德主体与 “道” 相遇，成为彰显

“道”的审美主体，而同属于“艺”的“诗”和“乐”，则
成为道德主体对“道”之美善相统一的审美体验与

审美呈现。 如此，通过“诗”与“乐”所展现出来的

“道”，就不再是形而上的抽象哲学本体概念，而是

在“诗”“乐” “礼”所共同成就的道德人格中，因为

具有了“仁”的内涵和无现实功利的审美愉悦，而升

华成的一种无限自由澄明的人生审美境界。 换言

之，“志于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道德实践，
其根本的追求还是在于，要在对一种至高无上的道

德圆融之理想人生境界的追求中，实现人生与艺术

的完美结合。 “在仁的最高境界中，突破了一般艺

术性的有限性，而将生命沉浸于美与仁得到统一的

无限艺术境界之中。 这可以说是在对于被限定的艺

术形式的否定中，肯定了最高而完整的艺术精

神。” ［１８］１９这样的“孔颜之乐”所展现出来的审美化

人生，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圣贤气象，也是中国古

代“内圣外王”诗性文化所特有的天地精神。

从总体上说，宋儒理学大家和明清士人的道德

实践路径，也都是通过哲学本体论上的天理论与心

性论中的体性之学相互转换，从而在实现天人沟通

的基础上，将成德之教与审美之维联系起来，使得道

德主体成为审美主体，同时也借助于道德实践活动，
完成了最终的审美生成。 “鸢飞鱼跃”的审美境界，
就是在道德主体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的天地精神沟

通中，“人已自觉到他与天地合一，这种人与天地合

的境界，必然带来心灵的陶醉与美感。 因为在这种

状态下，他已感觉到超越了自然律强加于他的种种

限制，换言之，人发觉他从有限走向了无限” ［１９］ ，由
此，道德审美变成了一种实在的可能性行为。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

为事业。” ［１１］４０周敦颐就将自己的理论认知积极转

化为实际行动，以吟风弄月的方式，实现了自己“孔
颜乐处”的诗意人生。 他“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

襟。 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鸣琴。 数十黄卷轴，圣贤谈

无音” ［１１］６８，且经常“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

萝，蹑云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

返” ［１１］８７，被认为是最有“曾点气象”的典型代表人

物之一。 据程颐回忆：“明道书窗前有茂草覆砌，或
劝之芟，曰：‘不可！ 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

小鱼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

意。’草之与鱼，人所共见，唯明道见草则知生意，见
鱼则知自得意，此岂流俗人所共见！” ［２０］可见，在理

学家眼里，“天理”并不是纯粹抽象的空洞概念，它
是生生不已、充盈着生动活泼的“造物生意”，哪怕

是在最为寻常的“草之与鱼”中，也可“观万物自得

意”。 在这样物我无累的精神自由中，万物各得其

所，在物我两忘中，获得“鸢飞鱼跃”式的精神愉悦。
周敦颐还主动投身山水怀抱，一生喜欢隐居山峦，远
离朝市：“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 争名

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 野鸟不惊如得伴，白
云无语似相留。 傍人莫笑凭栏久，为恋林居作退

谋。” ［１１］８１这亦是对“孔颜之乐”的再实践。 这种超

越世俗生活的风雅洒脱，就在日常生活的无限诗意

化中，完成了自我道德主体的审美化。
“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

也’之意。” ［５］５９受其师周敦颐林泉雅致的影响，一
代理学大家程颢也喜欢寄情山水。 如《秋日偶成二

首》：“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 世上利

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 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

长安李白愁。 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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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

变态 中。 富 贵 不 淫 贫 贱 乐， 男 儿 到 此 是 豪

雄。” ［５］４８２程颢在“优游”“闲适”中所体会到的“自
得”之意，就是自然万物在它们的“天理”之中各遂

其性的生生不息。 将自我融入大化流行的天理之

中，与物同体，与物共感，随物优游；在天理流行、万
物一体的“道”之跃现中，获得一种超越物我、浑然

与万物同体的审美体验，就是一种在自我德性的完

善充盈后，所体现出的真善美融为一体的审美境界。
这种由道德主体通过“识仁”修养功夫所体认到的

天道天理，在物我一体的融合升华中，进入了天人合

一的最高审美境界，并投射在日常生活“寓意于物”
的心灵自由与精神超越之中，也就是由人事践履的

功夫而通向了“诗”的境界，从而实现道德的审美

化。 可见，理学家在从一事一物上去体认天理流行

的过程中，其“观物” “格物”或“体贴”等的道德践

履功夫，在使道德主体在一片“廓然大公，物来顺

应”的直接体验里，实现了道德定止、向学问道的大

成境界与天人合一审美境界的脱然贯通，由此也就

在美学层面上，最终完成了道德向审美的生成。
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这里，同样对周敦颐、二程

这种人与天地浑然一体的“孔颜乐处”有着深刻的

切身体会。 其诗云：“纷华扫退性吾情，外乐如何内

乐真，礼义悦心衷有得，穷通安分道常伸。 曲肱自得

宣尼趣，陋巷何嫌颜子贫，此意相关禽对语，濂溪庭

草一般春。” ［２１］如果说，周敦颐对“孔颜之乐”的审

美完成，是在吟风赏月的现实受用中追求道德圆满，
二程是在“浑然与物同体”的“识仁”体验中实现内

心的自足愉悦的话，那么，朱熹则是在“人欲尽处，
天理流行”的圣贤气象中来实现其道德向审美的生

成的。
“曾点之学，盖有以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

处充满，无少欠阙。 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

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

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
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 ［３］１６５在朱

熹看来，“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的天地境

界里，道德主体“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

流，各得其所之妙”的得道境界，已然就是一种与物

同体、从容自得的圣贤气象了。 在这种圣贤气象中，
道德主体能够将自己体认到的天理智慧，在“与物

无对”的状态中，将其安顿于天地万物之理与人心

灵的息息相通之中，进而提升为个体自我与天地万

物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 “名教之中自有乐地”的

内在超越性就在于此：从生生不息的天理流行中所

获得的“孔颜之乐”，不仅是存心养性的道德境界，
更是一种精神自得的天理流行之审美境界。 由此，
道德主体也得以在基于道德实现的崇高感，以及心

性定止而带来的德性之乐中，最终完成了自我道德

的审美生成。
明清士人在将内心自足之乐转化为道德本体的

日用实践中，将“内圣外王”的最高终极价值追求，
贯彻到“止善归仁”的日常人伦事务之中，向上开出

道德哲学，向下开出君子之学，将政治伦理实践和个

体道德实践贯通起来，也将个体生命境界追求与社

会政治理想统一起来，建立起君子修德取位和以德

正位的社会规范，走向“弃利唯德”的日常行为规

范，从而使“孔颜之乐”的生命境界转向生命本身，
使道德本体与审美生成的圆融，转到形而下的感性

经验、生存现实与百姓日用层面，也使道德实践与审

美生成的合一，在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变得更

加简易。
因此，道德主体与审美主体的合一，道德实践与

审美生成的合一，使得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本属

于哲学思想层面的“孔颜之乐”，具有了美学意义上

的道德本体论价值，即，道德本身，就是中国古典式

生命美学的“美”之含义所在。 如何成就理想人格，
如何在天地宇宙与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中安顿自我人

生，始终是中国文化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孔颜之乐”道德审美的独特性说明，在中国古代哲

学和美学世界中，我们并不专注于对那个独立于人

的对象世界进行纯粹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通过一

种经由心性修养而通达天道的道德实践而抵达参赞

天地与化育万物的目标，并在日常生活世界的以德

修身中实现止善归仁的人文关怀。 从《论语》时代

到宋儒心性学说及明清日用实践的历史建构，“孔
颜之乐”形成了一套中国所独有的，以个体精神超

越和理想社会秩序构建为重点的，充分凸显人生内

在道德终极价值意义与天道相贯通为最高审美追求

的理论系统，从而在道德审美上，呈现了中国之为中

国的独特文化精神气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国性”的诗意诠释，对于我们今天道德人格的塑造

和理想人生的境界追求，亦有重要参考价值。

结　 语

始终以“道德”为核心的“孔颜之乐”，从美学层

面上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对自我与世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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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感应的一种精神把握方式。 在道德主体以各种

方式寻求精神超越，进而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中，道
德主体同时也就是审美主体，道德实践过程同时也

就是审美活动的展开及其生成过程，道德本身也就

是“美”的内涵所在。 在从《论语》到宋儒及明清士

人对“孔颜之乐”的历史建构中，美与善相融的圣贤

气象、仁与乐相通的天地精神、道德本体与审美生成

的圆融，分别从道德意蕴的审美境界、道德实践的审

美特质和道德审美的人文向度三个层面，传递出中

国式古典生命美学所特有的一种诗意性文化情韵，
即，在感性与理性的自由和谐中所生成的天人合一

文化精神，使得“孔颜之乐”所追求的圣贤境界，内
在地将人的社会责任与洒脱超越的自我人格合二为

一，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个以宇宙人生

为终极思考目的，并且能够落实于日常“内圣外王”
的道德实践之中，从而得以形成一个安顿自我个体

生命终极意义的精神性存在家园。 这是中国古典道

德美学的诗意魅力所在，也是道德审美的“中国性”
所在。

注释

①程树德：《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 １９９０ 年版。

本文所引《论语》均引于此，文中仅标注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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